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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夏文化绵延千年的主要载体之一，书籍，或者说文献

典籍，是中国文化影响东亚并形成东亚文化圈的主要途径。在中

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等的交往历史中，文献典籍的交流一直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以此影响了上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顶峰时

期，借助便利的海上贸易，书籍源源不断地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

群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独特的现象。 

根据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史料记载，

晋武帝太康六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 年），中国籍移民

王仁应邀来到日本，献上了郑玄注《论语》十卷、《千字文》一

卷，并成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这是目前所知关于中国典籍

输入日本的最早记载，也被认为是中国书籍传往向日本的开端。

王仁是从朝鲜半岛的百济出发前往日本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中

国的书籍在此之前就已经传播到了更具有地理优势的朝鲜半岛。 

蔡伦于东汉时期发明造纸、唐代雕版印刷、北宋活字印刷，

一系列造纸、印刷等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书籍的大规模印制以及流

通扫清了障碍。得益于此，承载中国文化的汉文典籍也借助繁盛

的“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将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从

当时情况来看，书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交流： 

第一，遣唐使等官方使团带回。《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



小治田朝（即推古天皇）时期，由于其国内“书籍未多”，故派

遣小野臣到隋朝“买求书籍”，这是文献记载的日本前往中国的

第一个买书的使团。此后，在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的官方

使团交往中，不论是唐宋朝廷赐给还是使团购买，中国书籍都由

此传播到海外。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遣使入贡，唐太宗

赐给新撰《晋书》。垂拱二年（686），新罗遣使求《唐礼》，武则

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

勒成五十卷赐之”。而《旧唐书》关于遣唐使的记载中，第九次

遣唐使“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同时，与遣唐使一

并前来的学问僧更是将运回佛教典籍作为前来中国的主要职责

之一，号称入唐八大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

圆珍、宗睿就在中国求取大量的佛教经卷。以最澄为例，最澄从

明州入唐，并经明州带回经卷合计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其中

就有向台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百四十五卷以及“向越府取本写取

经并念诵法门计一百二部一百五十卷”。 

第二，前来中国的僧人带回。两宋时期，中国和日本没有建

立正式的官方交往，但双方之间的民间交流却达到了顶峰。许多

入宋的僧人不断将佛经带回日本。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日僧奝然率领弟子成算、祚壹、嘉因

等四五人乘宋商陈仁爽、陈仁满之船入宋求法，求得开封太平兴

国寺印经院蜀版印本《大藏经》五千卷以及新译经二百八十六卷，

并称日本“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



中国。” 

至道元年（995），宋奉先寺源清向日本赠送自己撰写的《法

华示珠指》二卷、《龙女成佛义》一卷、《十六观经记》二卷、同

门僧鸿羽撰写的《佛光庄严论》一卷、弟子庆昭的《心印铭》一

卷，共五部七卷。真宗咸平六年，日僧寂照抵达明州，并于次年

晋谒宋真宗。根据杨亿《杨文公谈苑》记载，寂照称在日本有“《史

记》、《汉书》、《文选》、《五经》、《论语》、《孝经》、《尔雅》、《醉

乡日月》、《御览》、《玉篇》、《蒋鲂歌》、《老（子）》、《列子》、《神

仙传》、《朝野众载》、《白集六帖》、《初学记》等，而“释氏论及

疏钞传集之类多有，不可悉数”。寂照虽然在入宋三十多年后客

死杭州清凉山，但的弟子念救则带去折本《文选》、《白氏文集》，

而其同门绍良带去了明州著名天台高僧四明知礼的撰述《四明十

义书》和《观音玄义记》。南宋时期，自称“渡唐三个度”重源

归国时带回了福建刊本的《大藏经》。宁宗庆元五年，日僧俊芿

入宋，在中国游历十三年后返回，带回律宗典籍三百二十卷，天

台宗典籍七百十六卷，华严经章疏一百七十五卷，此外还有包括

朱熹《四书》在内的儒家、道家书籍二百五十六卷，杂书四百六

十三卷，法帖、御书、堂书等七十六卷，共两千多卷。 

第三，赴海外的唐人、宋人带去。除了高丽、日本前来中国

之外，还有很多的中国学者、高僧前往上述地区，并带去相关文

献典籍，同时也在当地著书立说，成为中国书籍对外传播的另一

种方式。唐代鉴真法师东渡日本，带去了佛教典籍百卷，而随其



一同赴日的法进著有《沙弥十戒并威仪经疏》、《东大寺受戒方轨》

等，思托撰写了《延历寺僧录》以及《唐大和上东征转》蓝本的

《大唐传戒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在两宋时期，兰溪道隆、无

学祖元等天童寺名僧也前往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极大

第推动了日本宗教乃至整体社会的发展，也成就了日本的“渡来

僧”时期。 

此外，随着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极大发展，大量的

商船往来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在这一繁荣的东亚贸易圈

中，船上的货物除了瓷器、丝绸等大宗贸易品之外，书籍也逐渐

成为主要的商品之一。根据《文德实录》记载，日本承和五年（868）

藤原岳守在太宰府检查唐代货物时得到了“元白诗笔”，即唐代

元稹、白居易的诗文集。881 年，唐商张蒙将日本所缺的佛教典

籍 120 余卷运往日本并转交给日僧圆珍。宋代，海外贸易更加频

繁，虽然由于资料的缺少，目前很难统计到底有哪些以及多少书

籍通过商船传播到了海外，但中国典籍通过商贸传播海外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其中，《太平御览》输往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由宋太宗敕令李昉、李穆、

徐铉等编撰，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全书以天、地、人、

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次

数刊行后高丽、日本等国都希望极力获得，但是宋朝一直对此加

以管制。如宋哲宗初立，高丽就遣使奉慰致贺，并要求购买《太

平御览》等书籍，但没有得到允许。日本权臣藤原赖长曾不惜重



金请宋商刘文冲购买书籍的目录中就有《太平御览》。但是，直

到日本治承三年（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8 年），才由平清盛

花费巨款向宋商购得该书的抄本 300 卷。日本宽元二年（南宋理

宗淳祐四年，1244），南宋特许日僧圆尔弁圆将宋版《太平御览》

103 册带回日本。此后，日本文应一年（南宋理宗景定一年，1260）

藤原师继曾购得《太平御览》一部 1000 卷。据记载，传入日本

的《太平御览》达数十部之多。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的海外流传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

化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朝鲜半岛、日本群岛等地区文化社会的发

展，也对推进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